“醉驾入刑”引发的社会风云
　　　　　　　　　　　　　　　　　　　——读《“醉驾入刑”专家谈》后感
                                      杨 柳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将构成应“处以拘役，并处罚金”的危险驾驶罪。对于经常修订刑法的立法机关而言，“醉驾入刑”只不过是其众多修正案中新增的又一个条款而已。与刑法数百个其他罪名相比，危险驾驶罪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其可判处的刑罚也属于最低的轻刑范畴。但尽管如此，“醉驾入刑”将醉驾行为从一般违法升格为“犯罪”，却给社会带来了着实不小的震撼和反响，对此惯于酒驾者开始感到胆战心惊，媒体对“醉驾入刑”者竞相报道，法学家们也忙于争论立法的得失，而社会公众则一边拍手称快一边看热闹。赵秉志主编的《“醉驾入刑”专家谈》为我们充分展示了“醉驾入刑”引发的社会风云，它不仅能够让读者了解“醉驾入刑”存在的诸多法律争议，同时也让其从众多的“醉驾入刑”案例中体味到法律的威慑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间悲喜剧。 
    “醉驾入刑”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成为立法现实，其起因在于酒后驾车导致的一幕幕社会惨剧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2008年以来的“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案”、“南京张明宝醉酒驾车案”以及发生在北京长安街的“陈家酒后驾车案”都以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世人，酒后驾车已经成为危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社会问题。公众的愤怒最终促使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从重将这些酒驾者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增设危险驾驶罪以打击酒后驾车也很快被提上了立法者的议事日程。危险驾驶罪的特点在于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醉酒驾驶行为就构成犯罪，在法律上定罪容易，因为所有醉驾入刑者几乎都是被警察抓获的现行犯，并且凭一项血液酒精含量测量数据就可以做到铁证如山；法律程序简便易操作，从侦查到提起公诉仅在几天之内便可以完成，因此人们期望这种法律利器能够对酒后驾车现象形成有效的打击和遏制。 
    不过，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建议虽然深受公众的支持，但法学家和司法官员似乎总是对 “醉驾入刑”争论不休。在立法过程中，法学家围绕是否应“醉驾入刑”展开了激烈争论，很多人担心，“醉驾入刑”不仅会导致原有的行政处罚虚置，同时还会使因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界限不清而导致的同罪异罚现象更加突出。“醉驾入刑”修正案于2011年5月1日正式生效后，法律执行机关之间就法律的实施问题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会议上曾指出，根据刑法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不应对醉酒驾车者一概入罪。在公众看来，这相当于将“醉驾入刑”的规定似乎又变成了“醉驾不一定入刑”的理解，正当人们对此表示愕然和失望之时，公安部很快又表示，对于醉酒驾车行为公安部门将一律以刑事立案。这个消息又使公众多少松了口气。 
    公众对于法学家和司法机关对于“醉驾入刑”引发的法律争议有些看不懂，但这并没有影响媒体报道“醉驾入刑”新闻的热情，全国各地几乎所有“醉酒入刑第一人”都成了重大新闻；在北京，“醉驾刑拘第一人”、“醉驾入刑首例名人”、“首例醉驾摩托案”也都成了媒体热情跟踪报道的故事。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因醉驾被抓者几乎都有同样的故事：在“无酒不成席”文化影响下挡不住美酒和人情的诱惑，都觉得喝点酒驾车没事，直到醉酒被抓才开始痛心疾首、悔不当初；但人们同时也能看到由此引发的不同人生悲喜剧：被查处的公务员担心因此失去工作，被查处的人大代表刚开始还耍酒疯打警察，因醉驾还处于取保候审的老外又一次醉酒驾驶，最终命丧车祸。在这些报道中，最精彩的莫过于名人高晓松的醉酒入刑案。高晓松的被抓并判刑让公众切实感受到了法律的威慑力，高晓松“酒令智昏，以我为戒”的真诚忏悔态度也为整个社会上了一场无比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从这些故事，人们开始知道，醉酒驾车不仅会被判刑，而且会因此永远带着“犯罪记录”生活，可能影响其就业、贷款、出国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醉驾入刑”对于治理酒后驾车公害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在法律正式实施的2011年5月份，北京交警查获的酒驾行为和醉驾行为同比就分别下降了81%和79.2%；而今，在“醉驾入刑”实施的2年多以来，全国酒驾引起的事故和死亡人数也大为减少。与政府的统计相适应，越来越多的人在酒桌上都会明显地发现，驾车者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其他人也不再会强行劝其喝酒或者喝酒者一定事先找好代驾以避免触碰法律的“高压线”。从赵秉志主编的《“醉驾入刑”专家谈》可以看出，法律不仅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而且还可以深刻地改变社会习俗和个人的不良行为习惯；同时也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学家、立法者、执法者还是媒体和公众，都可以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法治社会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醉驾入刑”过程和效果已经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